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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构建了碳排放福利绩效指标及其影响因素面板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G20国家1990-2018年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进行了国别比较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①2018年英国、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较高，1990-2018年间英国、土耳其、德国、意大利以及巴西等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速较快；中国2018年碳排放福利绩效和历年均值在G20国家中都排名靠后，且增速较慢，表明中国低碳竞争力缺乏静态和动态优势。②城市化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外贸依存度以及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对碳排放福利绩效有正向影响；政府规模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政府规模存在治理门槛。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碳排放福利绩效；可持续发展；二十国集团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Research on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G20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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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of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panel measurement model. And then,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on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20 from 1990-2018. The main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In 2018, the UK, France, Argentina, Brazil, and Germany had higher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and from 1990 to 2018,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UK, Turkey, Germany, Italy, and Brazil increased rapidly; Both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in 2018 and the average value over the years of China ranked low among the G20 countries, and the growth rate was slow, indicating that China's low-carbon competitiveness lacks static and dynamic advantages. ②Urbanization rate, the propor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n energy consumption, foreign trade dependence, and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added value in GDP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ize and 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 are inversely U type curve,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a governance threshold for the scale of govern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puts forward targe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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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促进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共识。低碳发展的本质要求是要在碳排放空间刚性约束下创造尽可能多的经济社会福祉，实现可持续繁荣。由此引申出的关键科学问题是碳排放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为探索这一问题，本文依照1990年代崛起的生态经济学理论，拟从生态福利绩效（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Ecological Input，WPEI）视角[7]，尝试构建以福利提升为导向的碳排放绩效指标及其影响因素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为中国未来低碳发展提供理论借镜与实证支撑。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二部分为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说明；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文献回顾
在低碳经济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主要采用碳生产率、碳强度、能源生产率、能源强度等指标与方法来测度碳排放绩效，其中以碳生产率研究最为流行（何建坤，苏明山，2009[8]；林善浪等，2013[11]；刘传江等，2015[12]；姚晔等，2018[20]；Zhang等，2018[4]；程钰等，2019[6]；王许亮等，2020[19]；李小平等，2020[10]；王丽等，2020[18]；白雪洁，孙献贞，2021[5]）。碳生产率分为单要素碳生产率和全要素碳生产率。单要素碳生产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比，反映了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多投入多产出的视角测量不同个体的相对效率，通常的做法是分别将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意愿产出和非意愿产出，而将劳动、资本、能源作为投入，考察各单元的投入产出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碳生产率的研究将经济性福利等同于总体福利，忽略了非经济性福利，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有鉴于此，部分学者基于生态经济学理论，尝试从生态福利绩效的视角构建以提升经济社会总体福利产出为导向的能源与碳排放绩效指标与模型，如能源福利绩效、碳排放福利绩效等。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生态投入所带来的经济会社会福利产出。从数值上来看，生态福利绩效则等于经济社会福利产出与生态消耗之比。援引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内涵，能源福利绩效便可定义为单位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福利产出，其指标数值为福利与能源消耗之比。Jorgenson等（2014）构建了一个福利能源强度指标（EIWB），其数值等于人均能源消费指数与预期寿命指数之比（与能源福利绩效之间呈倒数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纵向分析技术分析了12个中、东欧国家1992-2010年民主化水平、健康卫生支出GDP占比、不平等程度、制造业GDP占比、出口依存度对福利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民主化水平、健康卫生支出GDP占比与福利能源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不平等程度、制造业GDP占比、出口依存度与福利能源强度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表明提升民主化水平与健康卫生支出可以降低福利能源强度。而增加不平等程度、制造业GDP占比和出口依存度将推高福利能源强度。[2]Sweidan和Alwaked（2016）通过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1995-2012年健康卫生支出、出口依存度、民主化水平对福利能源强度的影响，发现健康卫生支出、民主化水平与福利能源强度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出口依存度与福利能源强度之间为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对不同样本不同时间段进行分析所得出来的结果也不同。[3]刘国平（2017）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构建了一个能源福利绩效指标，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将能源福利绩效变化总效应分解为技术效应与服务效应，在此基础上对G20国家1990-2013年的绩效及其效应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13]
依照生态福利绩效的内涵，碳排放福利绩效表示单位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福利产出，其数值等于福利与碳排放之比。刘国平和朱远（2011）用人类发展指数与碳排放之比来测度碳排放福利绩效，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福利绩效总效应分解为技术效应与服务效应，在此基础上对G20国家1990-2007年的绩效及其效应贡献进行了比较分析。[14]彭鹃等（2015）将碳排放福利绩效分解成可持续发展绩效与能源排放比率的乘积，将碳排放福利绩效总效应表示成可持续发展效应和能源排放效应之和。[16]胡剑波等（2018）构建了中国碳排放福利绩效模型，剖析了1997-2014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区域差异及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除贵州碳排放福利绩效总体呈增长趋势外，其余省份都呈下降趋势。中国碳排放福利绩效总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最大。[9]王垒等（2019）基于1990-2014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碳排放福利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间竞争导致区域环境质量恶化的同时兼顾地区福利水平提高，对地区福利的促进效应大于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有助于推动碳福利绩效提升。[17]
根据既有文献可知，碳排放福利绩效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因素分解与区域差异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因素分解法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封闭性特征，它要求方程左右两边恒等，实质上属于定义式方程，其最大的优点是被解释变量能够得到“完美”的解释，分解因子的效应贡献之和必然等于总效应。或者说，如果采取乘积形式的分解法，各因子效应贡献的乘积始终等于总效应。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采用因素分解法来分析影响因素往往容易停留于描述性统计的层面。由于碳排放福利绩效与能源福利绩效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故而可以借鉴能源福利绩效相关研究中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对碳排放福利绩效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与探索。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对现有碳排放福利绩效变量指标进行优化，并构建其影响因素计量模型，进而展开实证分析与讨论，以期为中国未来低碳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bookmark: _Toc68099557]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碳排放福利绩效指标构建
按照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福利绩效是指单位生态资本投入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福利产出。生态福利绩效从数值上等于福利水平与生态资本投入之比，严格援引生态福利绩效的定义方式，碳排放福利绩效（Wellbeing Performance of Carbon Emissions，WPCE）指单位碳排放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福利产出，其数值等于福利水平与碳排放之比，如式（1）所示：

（1）

根据式（1）可知，确定福利和碳排放指标的具体形式是测度碳排放福利绩效的关键。当前国内外研究文献中，一般将福利划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两大类。主观福利研究通常也被称为幸福研究，主要是通过调查提问方式，设定若干选项，并给各选项赋予不同的分值，测量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主观福利研究比较适合考察某项政策实施的民意效果或对某项制度的喜好程度等。其较明显的局限在于，主观感受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也会因时因地而异，导致评价分值容易出现波动，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客观福利研究主要采取两种途径对福利进行测度：一种途径是在GDP/GNP指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以衡量福利水平。这些改进指标主要有：绿色GDP（Green GDP，GGDP）、经济福利指标（Measured Economic Welfare，MEW）、可持续性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ISEW）、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等，此类指标以市场估价和货币计量的方式，在GDP/GNP指标的基础上增添或删除一些影响福利的项目，本质上仍未脱离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评价思维；另一种途径则是从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可行能力的视角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应的变量指标名称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自1990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每年发布一份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在报告中公布各国人类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由收入、预期寿命、教育三个分项指数构成。在有关客观福利的研究文献中，采用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福利测度指标的做法较为多见。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分项指标中包含了收入指数，仍然难以避免GDP/GNP及其改进指标所存在的问题。此外，收入很可能与教育和寿命存在相互因果关联。将三个指标放置于同一层面上加以算术平均或几何平均易导致原因与结果相混淆。本文秉持人类发展关键在于提升可行能力的理念，尝试对人类发展指数进行改进和优化，将其三个分项指标中的收入指数删除，保留教育指数和预期寿命指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与GDP/GNP及其改进指标明显区分开来，同时也有效地降低了分项指标之间的内生性。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长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身体和灵魂的韧度，身体和文化素质是人类福利的本质内涵所在。将教育指数和预期寿命指数这两个分项指数合成为福利指数还有两大优点：首先，作为计算教育指数基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以及作为计算寿命指数基础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是以年为单位，以时间尺度作为测量单位相比用货币进行计量更为公平透明，有效避免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以及升值贬值等运用货币计价所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其次是数据可得性强，各国和地区教育数据和预期寿命数据比较完备，便于开展学术和政策研究。
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的设定方法，本文的福利指数（Wellbeing Index，WI）由预期寿命指数（Life Expectancy Index，LEI）和教育指数（Education Index，EI）两项分指数合成。教育指数等于预期受教育年限指数（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 Index，EYSI）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Mean Years of Schooling Index，MYSI）的算术平均值。各项指数都需要做标准化处理，处理的原则为：标准化指数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合成后的福利指标的表现形式为福利指数（Wellbeing Index，WI），其数值等于教育指数与预期寿命指数的几何平均值。福利指数及其分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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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排放指标的确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基准需要加以考虑：一是历史累计排放与年度排放；二是年度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理论上而言，以历史累计排放量来分摊责任更能彰显公平合理性。但按这样的标准来分配减排责任不具有可操作性，首先是历史累计排放起始时点的确定存在争议；其次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各国的管辖范围、人员构成乃至政治制度都发生了诸多变化，要有效厘清各自的责任实属不易；再者，碳排放对气候的影响会因其在大气中存留时间的延长而产生衰减效应，衰减模型的建立有相当大的难度。若按照历史累计排放来确定责任分担额度，很可能会导致互相推诿，最终酿成公地悲剧。相对来讲，年度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的确定比较容易，而人均指标比总量指标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本质属性，人际公平是国际公平和区际公平的基石。有鉴于此，采用年度人均碳排放量（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CEPC）作为构建碳排放指标的基础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由于福利和经济增长指标都是无量纲的指数形式，因此有必要按同样的方法对碳排放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无量纲的碳排放指数（Carbon Emissions Index，CEI）。[footnoteRef:2]碳排放指数的构造公式为： [2:  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在WDI数据库中各国历年人均碳排放最大值为101.053吨（阿联酋，1969年），最小值为0.004吨（柬埔寨，1979年）。根据自然对数函数以及碳排放的特性，只有当Ln(x)中的x≥1时，所建立的碳排放指数才有实际意义。合理的方法是在指数化时，将单位由吨转换为千克，因此人均碳排放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设定为101053千克（101.053吨）、4千克（0.00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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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标准化后，得到最终的以指数形式呈现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计算公式：

（4）

（二）碳排放福利绩效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碳排放福利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既能够分析截面关系又能够分析时间序列关系，比截面数据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的分析更为深入。根据已往的研究成果，选择城市化率、能源消费结构、政府规模、外贸依存度、产业结构作为解释变量，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5）

模型（5）中，  为每个时间点的截面个数，  为每个截面的时间点个数，   为模型常数项，   为解释变量向量对应的系数向量，   表示随机干扰项。各解释变量的具体处理方法与说明如下：
1.城市化率（URB）
城市化率有时也称城镇化率，其数值为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城市聚集了较多的生产者、中间商与消费者，各经济主体之间在信息、技术、人才、组织模式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更加有效的学习与沟通。城市竞争市场的发育，有利于促进彼此优化产品质量与消费结构。此外，人口的高密度降低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单位成本，提升了投入产出效率与资源生产率。虽然城市化有时会伴随一些问题，如贫民窟、环境污染、犯罪等。但总体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城市和区域竞争力。
2.政府规模（GOS）
政府规模用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总额与GDP总量的比值来表示，反映政府的治理能力。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是指所有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政府当期支出（含雇员报酬）。它包括国防和安全方面的大部分支出，但属于政府资本形成那部分政府军事支出不在其中。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生产、提供或者安排公共物品，以防止或减少因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一般情况下，政府支出增加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但也有部分学者（Davies，2009[1]；诸大建，徐萍，2010[21]；刘国平，朱远，2014[15]）指出，政府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有一个适度区间，即政府规模存在治理门槛。综合考虑，本文将政府规模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同时列入解释变量。如果二次项系数为负，政府规模与碳排放福利绩效之间为倒U型曲线关系，可以支持治理门槛假设。
3.外贸依存度（TRD）
外贸依存度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本质上是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在各国或地区自由流动，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以期增加彼此的福利水平。但是另一方面，进出口贸易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4.能源消费结构（ENS）
能源消费结构（ENS）指经济系统所消费的各种能源数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或换而言之，指各种能源消费数量的比例关系。本文用可再生能源终端消费量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之比来表征能源消费结构。如果说能源强度测量的是经济系统中间环节的投入产出转换效率，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则表示经济系统输入端的基础技术水平。
5.产业结构（INS）
产业结构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总量之比表征。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服务业占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农业工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减少生态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可以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提高满意度。
（三）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拟对二十国集团（Group 20，G20）成员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及期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择G20作为研究样本的理由在于该集团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目前G20人口占全球的67%，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年度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84%。从地域范围来看，G20成员国遍布于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六大洲；从成员国发展阶段来看，G20兼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G20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控制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治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选取G20国家作为国别比较样本，既减轻了因研究个体过多而导致的泛泛而谈，也比较有效地控制了由于样本容量太少而带来的以偏概全。本文各变量数据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数据库和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获取。由于1990年为公认的全球减排责任起始年，WDI数据库中碳排放数据最近截止年份为2018年，为保证数据的时间匹配性，样本时间段确定为1990-2018年。
三、实证分析
（一）G20国家碳排放福利绩效对比分析
根据公式（4）计算得到G20各国历年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表1显示，2018年绩效排前五位的国家是英国（1.307）、法国（1.269）、阿根廷（1.256）、巴西（1.248）德国（1.247）。1990-2018年历年绩效均值排前五位的国家是法国（1.178）、阿根廷（1.164）、英国（1.159）、澳大利亚（1.146）、德国（1.139）。两项排名中，英国、法国、阿根廷、德国四国都位居前五，绩效优越性相对比较稳固。英法两国2018年人均碳排放分别为5.4吨和4.6吨，虽然低于G20各国平均水平（8.0吨），但是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4.5吨）。福利指数分别高达0.929和0.883。2018年阿根廷人均碳排放为4.0吨，福利指数为0.856，以较低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了高水平的福利绩效，是典型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澳大利亚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较高，但是其历年的人均碳排放都在15吨以上，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2018年澳大利亚的福利指数在G20国家中是最高的，然而用高额资源环境代价换取高水平福利绩效的模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并不值得推崇，在碳排放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如此高的碳排放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
2018年碳排放福利绩效排后五位的国家是印度（1.081）、俄罗斯（1.046）、中国（0.015）、沙特阿拉伯（0.008）、南非（0.938）。1990-2018年历年绩效均值排后五位的国家是土耳其（0.970）、中国（0.964）、俄罗斯（0.943）、沙特阿拉伯（0.883）、南非（0.837）。两项排名中，中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南非四国都位居后五，表明其低碳竞争核心能力处于劣势，其中南非的境况最为不利。2018年南非的人均碳排放为7.5吨，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7倍，而福利指数只有0.698，较高的资源环境代价所换取到的是较低的福利绩效，是典型的不可持续国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虽然高于南非，但两国人均碳排放都非常高，2018年沙特阿拉伯人均碳排放高达15.3吨。中国2018年碳排放福利绩效和1990-2018年历年绩效均值在G20国家中分别排名倒数第三和倒数第四名，低碳竞争力亟待提高。

表1  1990-2018年G20成员国碳排放福利绩效
	国家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18年

	阿根廷
	1.080
	1.094
	1.165
	1.178
	1.210
	1.217
	1.256

	澳大利亚
	1.073
	1.108
	1.137
	1.139
	1.157
	1.246
	1.233

	巴西
	0.994
	1.059
	1.114
	1.146
	1.164
	1.211
	1.248

	加拿大
	1.038
	1.053
	1.040
	1.073
	1.104
	1.131
	1.134

	中国
	0.910
	0.917
	0.970
	0.964
	0.984
	1.007
	1.015

	法国
	1.025
	1.118
	1.146
	1.187
	1.232
	1.288
	1.269

	德国
	0.974
	1.045
	1.109
	1.178
	1.208
	1.231
	1.247

	印度
	0.850
	0.892
	0.933
	0.998
	1.022
	1.071
	1.081

	印度尼西亚
	0.972
	0.969
	1.061
	1.078
	1.101
	1.121
	1.132

	意大利
	0.980
	1.032
	1.074
	1.114
	1.173
	1.226
	1.235

	日本
	1.041
	1.075
	1.101
	1.127
	1.156
	1.185
	1.210

	韩国
	1.020
	1.033
	1.071
	1.121
	1.138
	1.148
	1.153

	墨西哥
	0.927
	0.970
	0.998
	1.041
	1.071
	1.127
	1.127

	俄罗斯
	0.864
	0.880
	0.916
	0.942
	0.974
	1.033
	1.046

	沙特阿拉伯
	0.785
	0.811
	0.850
	0.882
	0.924
	0.979
	1.008

	南非
	0.802
	0.872
	0.832
	0.766
	0.819
	0.906
	0.938

	土耳其
	0.815
	0.856
	0.923
	0.981
	1.040
	1.102
	1.127

	英国
	0.966
	1.092
	1.133
	1.166
	1.223
	1.281
	1.307

	美国
	1.007
	1.033
	1.025
	1.050
	1.089
	1.112
	1.110




从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量来看，G20成员国中改进幅度排前五位的国家是英国、土耳其、德国、意大利、巴西（如图1所示）。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起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便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议题，但真正将低碳经济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首倡者则是英国。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以《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为题的能源白皮书，掀起了低碳经济革命。1990-2018年英国人均碳排放由9.7吨下降至5.4吨，碳排放总量由5.6亿吨降至3.6亿吨。预期受教育年限由13.7年提高至17.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9年增加至13.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由75.7岁上升至81.2岁。由此导致碳排放指数从0.769降低至0.711，福利指数由0.743提升至0.929，碳排放福利绩效从0.966提升至1.307，增量高达0.341，实现了福利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发展。1990-2018年土耳其人均碳排放由2.6吨上升至5.0吨，其碳排放福利绩效的改善主要得益于福利水平的提升，预期受教育年限由8.9年提高至16.4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从4.5年增加至7.7年，预期寿命由64.3岁上升至77.4岁，福利指数由0.520提升至0.793。以较小的碳排放增量获得了较大的福利提升，实现了福利与碳排放的相对脱钩发展。德国向来是先进思想和技术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可持续发展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政府、企业、社会齐心协力，已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性互动。在可持续性学术科研方面，德国最具盛名的是伍珀塔尔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e），该研究所成立于1991年，主要致力于研究和构建面向地方、国家以及国际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模型、战略和工具。侧重于资源、气候和能源相关的挑战及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消耗脱钩创新。1990-2018年德国人均碳排放从12.0吨下降到8.6吨，碳排放总量由9.6亿吨减少至7.1亿吨。碳排放指数由0.790下降至0.756，福利指数由0.769提高到0.943。意大利同样是在碳排放减少的情况下使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巴西与土耳其的共同点是以较小的碳排放增量获得了较大的福利提升，实现了福利与碳排放的相对脱钩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人均碳排放为2.0吨，不到世界人均碳排量的一半，可见巴西还有较大的碳排放空间，有望在低于世界人均碳排水平的条件下，获得高水平福利产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量排最后五位的国家是南非、韩国、中国、美国、加拿大，其中美国1990-2018年的人均碳排放由19.4吨降至15.2吨，福利指数0.843提升到0.903。虽然符合绝对脱钩发展的标准，但在此需要特别审慎考虑的是，美国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世界均值，大多数年份人均碳排放都在20吨左右，2000年时甚至达到20.5吨。如果其他国家效仿这种高碳排模式，全球发展将面临巨大灾难。2018年加拿大和韩国的人均碳排放分别为15.5吨和12.2吨，同样需要大幅减排。1990-2018年南非的人均碳排放由6.7吨提高到7.5吨，福利指数从0.588上升到0.698。目前南非的发展现状是以高于世界人均碳排放均值3.0吨的代价获取相对低水平的国民福祉。1990-2018年间，中国经济社会福利突飞猛进，成就斐然。预期受教育年限由8.8年提高至13.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从4.8年增加至7.9年，出生时预期寿命由69.3岁上升至76.7岁，福利指数由0.554提升至0.753。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2018年中国人均碳排放为7.4吨，是1990年的3.8倍，比世界均值高出2.9吨。必须及时遏止这种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否则于内难以完成经济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于外将面临更多舆论及谈判压力。


图1  1990-2018年G20国家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量

（二）碳排放福利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模型（5）和G20数据，首先进行混合回归估计。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混合回归模型所有参数值的t统计量在5%的检验水平上都是显著的，但是混合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低，可决系数值为0.430，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424。此外，DW统计量非常小，只有0.036，意味着混合回归模型很可能存在设定偏误，有必要改进回归模型。

表2  混合模型的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398184
	0.046600
	8.544645
	0.0000

	URB?
	0.003947
	0.000359
	10.99580
	0.0000

	GOS?
	0.005123
	0.004569
	1.121397
	0.2626

	GOS?*GOS?
	-0.000293
	0.000134
	-2.192260
	0.0288

	TRD?
	0.001391
	0.000235
	5.916881
	0.0000

	ENS?
	0.003413
	0.000347
	9.826282
	0.0000

	INS?
	0.004522
	0.000504
	8.976422
	0.0000

	R-squared
	0.430094
	AdjustedR-squared
	0.423809

	F-statistic
	68.42397
	Prob(F-statistic)
	0.000000

	——
	——
	Durbin-Watsonstat
	0.03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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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样本数据截面较多、时间跨度较长，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本文尝试使用截面加权的SUR（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估计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GLS），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到，模型质量产生了实质性的提升，常数项和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是高度显著的，拟合优度超过0.99，DW统计量值为1.72。回归估计结果的特征显示，采用SUR方法加权后的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估计是比较适宜的。

表3  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GLS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039582
	0.007643
	-5.178884
	0.0000

	URB?
	0.009995
	9.27E-05
	107.7637
	0.0000

	GOS?
	0.011719
	0.000447
	26.22400
	0.0000

	GOS?*GOS?
	-0.000262
	1.14E-05
	-22.96494
	0.0000

	TRD?
	0.001681
	2.29E-05
	73.46708
	0.0000

	ENS?
	0.004006
	5.42E-05
	73.93502
	0.0000

	INS?
	0.002199
	8.92E-05
	24.65031
	0.0000

	R-squared
	0.998945
	AdjustedR-squared
	0.998897

	F-statistic
	20749.48
	Prob(F-statistic)
	0.000000

	——
	——
	Durbin-Watsonstat
	1.719739



回归估计结果表（3）显示，城市化发展对碳排放福利绩效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发挥。由于城市聚集了较多的人口，人口密度的增加可以催生更多的消费需求，而更多的消费需求又会拉动投资需求和产品供给，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共享，使资源得到更为集约地利用，有利于控制人均资源消耗和人均环境污染，降低碳排放。政府规模的一次项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平方项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规模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支持了治理门槛假说。表明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其对碳排放福利绩效的边际贡献将呈现递减趋势。可见政府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也并非越小越好，而是要根据各国或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切地调整。外贸依存度的回归系数正值，表明样本期间G20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提升了碳排放福利绩效。有必要指出的是，舒马赫、戴利等生态经济学者主张在地化贸易，并不是要反对国际贸易，其核心思想是希望减少生态足迹和生态包袱。在产品同质和成本相同前提下，能在当地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扩散至外地。能在国内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延伸至国外。不同地域间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的运送都需要有生态资本作为支撑。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应该呈正相关关系。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低碳化，另一方面则能催生更高水平的科技与文明，一石二鸟地提高碳排放福利绩效。服务产业增加值占比与碳排放福利绩效之间为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的变迁能够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育程度。收入弹性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增加非常有限。而工业又通常具有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特征，很难满足现时代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业的发展恰好可以弥补此项不足，既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又可以通过定制化模式增强服务产品差异化程度。此外，就业是民生的重要方面，而服务业的就业弹性[footnoteRef:3]在三次产业中是最高的。再者，服务业的能源和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因此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工业为主导，进而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既是收入增加的过程，也是资源节约的过程，同时还是民生福祉提高的过程。 [3:  就业弹性是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生态经济学理论中生态福利绩效的视角，构建了碳排放福利绩效指标及其影响因素面板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对G20国家1990-2018年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进行了国别比较和影响因素实证估计分析。结果显示：①2018年英国、法国、阿根廷、巴西、德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较高，1990-2018年间英国、土耳其、德国、意大利以及巴西等国的碳排放福利绩效增速较快；中国2018年碳排放福利绩效和历年均值在G20国家中都排名靠后，且增速较慢，表明中国低碳竞争力缺乏静态和动态优势。②城市化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外贸依存度以及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对碳排放福利绩效有正向影响；政府规模与碳排放福利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政府规模存在治理门槛。以上结论为中国制定未来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bookmark: _Toc68099581]第一，加快形塑城市紧凑化发展空间。城市是低碳发展的空间载体，低碳发展是要让城市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与此要求相适应，需要将传统的蔓延型城市发展模式转向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所谓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并不是指拥挤和紧张，而是指有序和舒适；不单指城市内部的紧凑，也指城市之间的紧凑；不仅指有形的物质维度紧凑，而且还包括无形的精神维度紧凑。推动紧凑型城市发展一要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促进精明增长，二要缩短城市空间距离，增强市场可达性；三是要打破城市制度分割，助力包容性发展，共享城市繁荣。
第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一方面要深化拓展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通过企业不卖产品卖服务和个人拥有者的物品分享，创造服务的循环，减少稀缺物质资源和能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废弃物污染和碳排放。通过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身份转换，推动生产与消费的民主化，提升满意度和幸福感。另一方面要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借助高端和优质服务，工业和制造业可以在节约资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的同时，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而强大的工业和制造业也会催生出更多新型服务业业态，倒逼服务质量，并进一步带动服务贸易优化升级。
第三，稳健有序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中国能源禀赋的结构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由此给减排造成了极大压力。虽然近20年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渐趋优化，但必须看到，短期内中国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就决定了碳减排必须循序渐进，分清轻重缓急，短期以提高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利用效率为主，长期则要大力开发清洁及可再生能源，并让其在能源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构造价值共创的低碳治理模式。比政府最优规模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干什么，如何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低碳发展关涉到多方面利益主体，不仅要求政府与市场的协作配合，还要求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以价值共创为导向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才是促进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政府层面重点是要基于行政机制，把控好碳排放总量，促进碳排放权公平分配；企业层面要基于市场机制，努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公众层面则应基于参与机制，进行低碳行为互动，涵养生态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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